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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村民进入何以影响农村生态环境*

杜焱强 1 刘悦洋 2 刘平养 3

摘要：促进人口要素合理有序的双向流动是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要点，也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的实践难点。目前，“新村民”现象在中国部分农村涌现，但是学术界对这一现象所产生的效应缺乏

长期观察与深度分析。本文在12年跟踪调查的基础上，应用纵向案例研究方法，详细展示新村民进入

上海市岑卜村的全过程，并分析由此引发的环境效应。研究发现，新村民的进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

乡村发展带来新机遇，但随着新村民群体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经营型新村民增多，农村稀缺资源的竞争

性利用加剧，新村民进入对农村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从行动者网络理论看，新村民对农村生态环

境的影响取决于行动主体“转译”过程能否形成稳定的关系网络。新村民的进入导致原有的行动者关

系网络被打破，但新的稳定有序的关系网络尚未形成。突出表现包括：新村民的归属感不高，保护和

治理行为异化；村集体未能将新村民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基层政府对新村民

的接纳和回应有限，抑制了环境友好型新村民的积极性。新村民进入农村后的生产生活行为缺乏有效

的规制和引导，环境不友好行为增多且扩散加快，最终对环境造成较为突出的负面影响。本文探讨新

村民下乡的环境效应，可为中国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新村民 农村生态环境 纵向案例研究 行动者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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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城乡要素双向有序流动是一个理论和实践难题（Chen et al.，2022；魏后凯，

2024）。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
①
；2023年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城乡居民双向流动与融入既是重塑新型城乡关系

*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农村环境治理的 PPP模式研究：理论机制与可持续路径”（编号：23FGLB008）

的支持。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在本案例跟踪调查过程中，复旦大学和南京农业大学的多位同学参

与实地调研、资料整理与讨论，在此表示感谢。本文通讯作者：刘平养。

①
习近平，2022：《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

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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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表征，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路径。伴随着一批兼具旅

游、康养、文化等功能的美丽乡村的涌现，城镇居民进入农村生活、工作的现象方兴未艾。一方面，

新村民的进入，为空心化、老龄化的农村带来了宝贵的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盘活了乡村生态文化

资产，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了新机遇（袁云志和刘平养，2023）。另一方面，新村民进入农村作为一

种新的社会现象，对农村的社区治理、环境保护等方面带来了新挑战（魏后凯，2020；潘家恩等，2022）。

针对这些现实中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学术界亟待展开理论对话，以期为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全面

振兴提供决策参考与实践支撑。

中国学术界关于乡村“劳动力回流”和“绅士化”的研究成果颇丰（钱文荣和郑淋议，2021；王

轶和刘蕾，2022），主要聚焦于新村民的概念内涵、群体特征及其进入农村后产生的影响等议题。比

如，叶兴庆（2016）从城乡融合发展的宏观视角分析了市民下乡的发生过程和驱动成因；李芳华和姬

晨阳（2022）从微观角度讨论了新村民进入农村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一般认为，新村民进入农村

可为农村地区提供优质人力资本和资源要素，促进乡村旅游等休闲服务业的发展（Gosnell andAbrams，

2011；Ma and Su，2024），最终推动乡村经济转型，增强可持续发展潜力（Lucas Jr，1988；Lorenzen，

2021）。现有研究较多关注城镇人口流向农村所带来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张启春和梅莹，2020；

潘家恩等，2022），但是对其潜在的环境效应研究存在不足，尤其是对新村民进入乡村的环境效应的

复杂性、多样性以及新村民进入作用于农村生态环境的机理还缺乏深入探讨。生态环境是农村的稀缺

资源，具有典型的公共物品属性，客观上要求建立有效的规制和引导机制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新

村民的进入是改善了农村生态环境，还是因攫取生态红利而破坏了生态环境？这一问题在理论上未得

到充分探讨，在实践中也未被有效识别。鉴于此，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在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实

践中，新村民的进入对农村生态环境有什么样的影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影响？

基于以上研究问题，本文以上海市岑卜村为例，在 12年跟踪观察的基础上，揭示新村民进入岑卜

村并从事各种生产生活活动的详细过程，分析新村民进入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文

可能的边际贡献有两个方面：第一，基于长期跟踪调查资料，应用纵向案例研究方法，系统阐释新村

民进入农村所带来的环境效应及其形成机制，揭示中国特色城乡二元结构下城镇人口流向农村的环境

效应，填补既有文献关于此方面研究的空白。第二，从农村环境效应的长期性和行动者的异质性出发，

应用行动者网络理论揭示新村民进入所带来的行动者网络关系变化及其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影响，为城

乡融合发展进程中的生态环境治理提供新的思路。

二、理论阐释和分析框架构建

（一）概念辨析：新村民现象

国外学者较早关注城市居民移居乡村现象，并称之为“乡村绅士化”或“农村中产阶级化”（Phillips，

1993；Willett，2023），与逆城市化、舒适移民、乡村复兴等议题密切相关（Smith，2005；Hines，2012；

Ma and Su，2024）。随着国内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壁垒”的破除，农村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不断改善，

中国部分地区新村民进入农村的现象逐渐增多（唐丽桂，2020）。新村民的群体特质不同，其进入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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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驱动因素也存在差异（李增刚，2018；戴柳燕等，2019）。

“新村民”一词常见于实践中，其概念和内涵尚不明确。整体而言，当前各类研究涉及的新村民

群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政策推动下的人才下乡，以“三支一扶”等计划选派的高校毕业生、体制内

的“教科文”人才为主（刘洪银，2021）；二是在城镇生活就业一段时期后，选择返乡生活、投资、

就业或创业的原农村流出群体，包括城镇务工经商人员、大学毕业生、退伍军人等（林亦平和魏艾，

2018；李雪峰等，2023）；三是城镇户籍人员，以城市中产阶级家庭为主，主要从城镇流向拥有舒适

自然环境或特色乡土文化的乡村地域（Thompson et al.，2016；刘祖云和刘传俊，2018）。

国内学者普遍将新村民现象等同于西方的“乡村绅士化”（谭华云和周国华，2022）。然而，中

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土地产权制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区别，发展阶段也不同，因此，不应简单地将国外

相关概念应用于中国实际。为更好地理解新村民的概念内涵与群体特质，本文结合中国制度文化背景、

城镇化发展形态和乡村振兴具体实践，对新村民以及其他常见的相关概念加以辨析（见表 1）。

表 1 新村民的相关概念辨析

概念 内涵界定

差异性特征

相同点主要

经济来源
居住地 组织程度 描述领域

新村民

以城市中产阶级家庭为主，非本村原籍，主动

选择从城市迁往农村居住生活，抑或兼顾创

业，主要由城镇向自然环境优良的农村流动

非农业收入 常住农村
个人或家

庭为单位

城乡融合

发展、乡村

人才振兴

普遍受教育

程度较高；

社会地位较

高，在基层

治理中有一

定 的 话 语

权；具备一

定的经济基

础和先进的

思想观念

新农人

具备一定的经营管理能力和现代化农业生产

技能，进入乡村进行农业生产或经营服务，主

要以创业发展型为主

农业收入

城市或农

村（或二

者兼具）

个人
农村经济、

现代农业

新乡贤

具备一定的知识文化和经济基础、有能力和意

愿参与农村公共事务的群体，不仅包括离乡的

成功人士，还囊括本土的乡土能人

农业收入

或非农业

收入

农村
个人或家

庭为单位

乡村建设

与自治

新型农

业经营

主体

具有较好的物质装备条件和经营管理能力，劳

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和土地产出率较高，以

商品化生产为主要目标的农业经营组织或个人

农业收入

城市或农

村（或二

者兼具）

个人或农

业经营组

织为单位

农村经济、

现代农业

本文研究的“新村民”，指的是以中产阶层为主的部分城镇户籍人群，通过租住房屋等方式进入

具有舒适性资源环境的农村，在农村进行生活消费或生产经营。新村民进入农村不仅是空间上人口的

转移，还涉及情感寄托、文化冲击和资金转移。依据新村民进入农村的动机，本文将新村民分为居住

型新村民（以享受自然、田园生活为主）和经营型新村民（以生产经营活动为主）。

（二）新村民进入农村的多重效应分析

部分研究依据拉尼斯－费模型、二元经济结构、人力资本迁移、利益相关者等理论探讨了城镇人

群下乡对乡村经济发展、乡村治理等方面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王素洁和李想，2011；任远和施闻，

2017；夏金梅和孔祥利，2019；王轶和刘蕾，2022；Liu et al.，2023）。经济效应方面，大多数研究指

出，新村民的进入对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例如带动乡村产业发展（Liu et al.，2023）、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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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就业机会等。社会效应方面，部分研究认为新村民的现代化生活观念、城市生活方式等可重塑

农村的社会文化，促进农村社会发展（张瑛和雷博健，2022）。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新村民进入农村

具有“双刃剑”效应，可能带来对本地村民的隐性挤出效应（Guimond and Simard，2010），导致本

地弱势群体的生活成本升高（Darling，2005；Nelson et al.，2010）。

少数学者也注意到新村民的进入对农村生态环境造成了压力。例如，Cortes et al.（2017）认为，

消费乡村生态是新村民进入农村的重要动机，新村民的进入会导致农村人口结构变化以及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需求的复杂化，加大了农村生态退化以及生态韧性下降的风险。此外，具有较强经济实力和

较高文化水平的新村民往往对生态环境的要求也更高，新村民喜欢田园风景但可能难以接受农业生产

过程中的气味和噪声（Jackson andKuhlken，2006），这可能引发农村生活中新老村民的生态价值观冲

突。例如，有的新村民除了自身实践亲环境行为之外，还试图根据自己的偏好改造农村，造成其与老

村民的环境观念或者经济利益相冲突，进而导致村落整体的建筑环境和景观的破碎化（Smith and

Krannich，2000；Phillips et al.，2021；Willett，2023）。总体而言，针对新村民进入农村这一新现象，

国内学者较为关注其发生机制、驱动因素以及产生的社会经济效应等议题，而对于其造成的环境效应

的关注程度不足（张瑛和雷博健，2022）。

（三）理论阐释：行动者网络理论及其适用性分析

新村民的进入会加剧农村生态环境因人口和资金等要素流动所带来的治理复杂性。在城乡要素流

动过程中，农村不仅是新老村民进行各式各样的生产、生活和消费的场所，更是一个由诸多异质行动

者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网络关系空间。正如诸多学者所言，农村社区是不同行动者相互博弈的“角力场”，

研究者需要从动态性、差异性和互动性来深度理解不同行动者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叶敬忠和陆继霞，

2002；Liu et al.，2023）。

行动者网络理论作为社会学领域的经典理论，常用于分析农村区域社会治理（谢宗藩和王媚，

2023）、乡村绅士化（谭华云和周国华，2022）等议题，重点聚焦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生态

环境、技术、知识、政策等）的“转译”过程（问题界定、利益赋予、征召、动员、排除异议等）及

其产生的行动者网络的动态变化。相较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博弈论等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更加强调

各行动者的异质性及其行为的动态性，即不同类型行动者的利益需求与行为方式等存在差异，且关键

行动者所构成的行为网络并非静态的。

鉴于此，本文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构建分析框架，主要依据在于：第一，新村民的进入加剧了农

村环境治理的复杂性，这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应用条件比较契合；第二，行动者网络理论不仅可用于

分析各行动者的“转译”过程，还可剖析不同类型新村民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利益诉求和行为动机；第

三，行动者网络理论可以从微观角度揭示农村内部各行动者的行为及其相互关系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影

响，而不是基于土地产权和政治体制等宏观视角讨论新村民问题。

（四）分析框架：新村民进入的“转译”过程及其环境效应

本文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农村环境治理的既有研究成果（陈秋红和李凡略，2022；谢宗藩和王

媚，2023），并结合新村民进入农村的具体情境，构建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新村民进入影响农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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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的分析框架（见图 1）。分析框架主要涉及四个行动主体，包括政府、村集体
①
、新村民和老村

民。一方面，新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对农村生态环境产生直接影响。农村生态环境是吸引新村民进入

农村的重要原因，也是新村民进入农村生产生活的关键资源。农村生态环境既可能因新村民的环境友

好行为而改善，也可能因新村民的掠夺式开发行为而退化。另一方面，新村民与其他主体互动所产生

的间接影响。新村民进入农村加剧了行动者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可能会打破原有行动者的关系网络

（王身余，2008），从而间接影响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新村民与其他行动者之间的“转译”行为或者

互动情况会影响新村民的生态环境保护行为。具体而言，新村民是否受到村集体的监督管理，村集体

能否吸纳新村民的合理建议，新村民能否获得集体成员资格，这些均会影响新村民参与农村生态环境

治理；新村民与老村民之间能否实现新老融合，关系着二者能否形成共同体合力保护环境；由于新村

民常被认定不具备村集体成员身份，政府对新村民群体并不存在直接的“转译”行为，而是通过资源

嵌入的方式影响村集体的“转译”行为，进而通过村集体间接影响新村民的环境治理方式。

图 1 新村民进入影响农村生态环境的分析框架

鉴于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复杂性、系统性和长期性，以及环境污染物的空间流动性，本文未采用

水质、垃圾清运量等指标度量农村生态环境质量。参考陈秋红（2019）和公茂刚（2023）等学者的研

究思路，本文以农村社区成员的“获得感”来反映农村生态环境的变化。具体做法是在调研中以“新

村民进入农村后的环境变化情况”作为引导性问题，了解新村民进入农村前后村庄内青蛙和水生萤火

虫等代表性物种的数量变化、水质变化、河流岸貌变化、村落景观变化等情况。需要说明的是，本文

并未从问题界定、利益赋予、征召、动员等环节深度分析各行动者的行为变化，而是从直接影响和间

接作用（关系网络）维度展开分析，旨在解释新村民进入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以期

①
依据《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大力推进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和集体经济

组织、农民合作组织负责人”的规定，并根据褚庆宜和赵祥云（2023）、王怡（2023）等学者的研究，本文以“村集体”

作为本文分析的“四个关键主体”之一，主要包括村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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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辩证视角看待新村民进入农村的现象，为中国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创新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模式提供

新的参考。

三、研究方法与案例介绍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获取

为更好地揭示新村民进入农村的过程及其环境效应，本文采取纵向案例研究方法。与传统的单案

例、多案例研究相比，纵向案例研究方法适合复杂、跨层次和动态演进的问题，能够突出案例发展的

过程性（王凤彬和张雪，2022）。高水平的案例研究必须考虑研究结论的一般性，使之能够代表某一

类型的案例而非单独的个例（张静，2018）。课题组通过对一手资料与二手资料互相验证，形成了“证

据三角形”，为本案例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支撑。首先，本文对案例村庄的生态环境变化、新村民

下乡居住原因、新村民参与环境治理行为、新老村民交往互动等内容进行梳理分析，得出初步结论。

其次，为阐释案例村庄新村民影响生态环境的机制，本文以新村民在村的主要活动和环境治理参与行

为作为主要分析单元，构建包含新村民在内的行动者关系网络，分析不同行动者行为和网络关系的变

化，解析新村民进入影响农村生态环境的机制。

课题组自 2008年开始对岑卜村进行追踪观察，每年均进村调研 1～2次，积累了丰富且多元的一

手和二手数据（见表 2）。其中比较集中的调研包括：2016年 6－9月开展新老村民融合问卷调查，

并对 10名新村民进行半结构访谈；2018年 7月进行为期 10天的驻村调查；2021年 8－9月对镇政府

和村集体相关人员进行深度访谈；2023年 4月对 8名新老村民进行回访；2023年 11月对村支书、3

名新村民展开回访；2024年 1月对镇领导进行结构化访谈。此外，课题组整理了青浦区官方微信公众

号和官网等宣传平台上的有关报道和数据，并在实地访谈中对有关报道和数据进行验证核实；课题组

还收集了当地新村民新浪博客的博文、案例村的村庄规划等材料，试图通过翔实资料展现新村民进入

影响农村生态环境的全过程。

表 2 案例资料获取方式

资料类型 资料获取方式

一手资料 新村民、老村民、村干部和乡镇领导等受访对象，采用问卷调查、半结构化访谈等方式获取资料

二手资料

通过咨询地方政府工作人员获取上海乡村社区规划、上海市青浦区现代农业相关文件、村镇村庄设计

规划、乡镇河道整治与环境综合治理等相关资料；通过新村民的博客文章、地方媒体新闻稿件、俱乐

部与农场宣传招聘资料、民宿宣传资料等渠道获取相关信息

本研究主要涉及镇政府相关部门、新村民、老村民和村集体等关键主体。一方面，对农业农村、

生态环境等政府部门工作人员、部分新村民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并结合问卷进行一些针对性调查。课

题组分别在 2010年、2016年、2021年和 2023年对部分新村民进行单独访谈，记录新村民进入农村

的环境行为和他们眼中的农村环境变化。另一方面，对村干部和部分老村民进行半结构访谈。根据新

村民反馈的基本情况，选择部分与新村民交往密切的老村民，以及部分村干部等进行访谈，以了解新

村民参与环境治理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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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例简介

岑卜村属于典型的江南水乡村庄，距离上海市人民政府和青浦区人民政府分别约 60千米和 20千

米，距离淀山湖约 2千米。全村拥有 9条村级河道，河网纵横，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优越，2009年获

全国首批“生态文化村”称号，2022年被评为上海市第四批乡村振兴示范村。本文选取其作为案例村

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第一，随着乡村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等多元价值的凸显，新村民进入农村已成

为诸多区域城乡融合发展的新现象。岑卜村新村民的群体规模与类型不断发生变化，在东部沿海区域

或大都市郊区中具有较强的典型性。第二，岑卜村新村民的进入具有阶段性与动态性，对应着不同区

域乡村人口流动的不同发展阶段。岑卜村虽然是大都市近郊农村，但其反映出的人口流动特征是其他

中部或东部非近郊农村正在经历或将要发生的。岑卜村所呈现的新村民进入过程和实践困境，可为其

他地区提供现实借鉴。

目前岑卜村共有 365户居民，其中新村民 60多户。新村民主要以城市中产阶层为主，没有本村

户籍，大多是租客或创业者，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均较高。一部分新村民以居住生活为主，另一部

分主要经营民宿客栈、咖啡厅、生态农场等。新村民进入岑卜村的群体规模与主体类型不断变化，其

发展历程见图 2。

图2 新村民进入岑卜村的发展历程

具体来看，2008年岑卜村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开始出现市民下乡定居现象。能追踪到的第一位新

村民于 2011年 11月搬入岑卜村后，之后新村民群体逐步扩大，新村民的身份特征和进入农村的动机

也逐步多元化。2015年，新村民户数占比超过 1/10，并且村内经营性活动快速增加。这一过程中，岑

卜村的生态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村庄环境一度遭到破坏。课题组对岑卜村跟踪调查发现，新村民的进

入并未带动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甚至导致环境资源的消耗和生态环境质量的下降。根据 2016年的

实地调研数据，62%的老村民认为新村民对农村生态环境改善没有任何帮助。在 2023年的访谈中，很

多老村民认为经营型新村民破坏了村落的生态环境。2020年前后，部分新村民因为岑卜村生态环境的

恶化以及房租的上涨而选择离开。据了解，有 10多位新村民搬离了岑卜村，进入淀山湖旁其他生态

环境优美的村庄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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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分析

（一）新村民进入的直接影响

1.新村民进入农村的群体多元化和动机多样化。岑卜村因生态环境优势吸引大量新村民进入村庄。

其中，第一批新村民以居住型为主（侧重生态环境保护），并形成以个别新村民为中心、以生态趣缘

为联结的非正式组织，积极参与本村环境治理。新村民的进入为岑卜村提供了更多发展契机。随着新

村民群体规模的扩大，其下乡动机也愈加多样，除居住型新村民外，经营型新村民（侧重于经营创业）

开始出现。梳理发现，2012－2018年，新村民尤其是居住型新村民数量快速增长（见图 3），并于 2018

年达到顶峰。随后，由于部分居住型新村民离开或转变为经营型新村民，居住型新村民和新村民总量

开始下降，而经营型新村民总量增加。

图3 岑卜村新村民数量与结构变化（2012－2023年）

经营型新村民主要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生态农业和休闲旅游相关活动，包括经营民宿、咖啡屋、

私房菜、皮划艇俱乐部等。其中，部分经营型新村民仅将其作为城市主业外的副业，主要用于满足自

我和亲友的生态需求。还有些居住型新村民从岑卜村来往的人群中发现商机，逐步转为经营型新村民，

并通过商业化和资本化的运作方式攫取生态环境的溢价。例如，部分新村民利用城市人群对岑卜村萤

火虫的好奇心，组织各种低端的观光体验活动，兜售虚假的“自然知识”，甚至默许游客捕捉萤火虫。

对这些经营型新村民而言，岑卜村仅是一个具有商机的符号。若村庄生态环境被破坏，该群体会随之

转移到其他农村区域或开辟新的盈利点。

经营型新村民的进入为本地村民带来了更多房租和就业收入，但该类群体的大量进入，对生态环

境造成潜在威胁。部分新村民在博客中记录岑卜村正在消失的生态原貌，例如特色的砖路、灰瓦白墙

的小平房、路边的香樟树、河岸的栀子花、湖里的鱼虾；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宽阔的柏油路、西式两层

小洋楼、建筑旁的垃圾、散发臭味的河水。随着新村民进入农村动机的多元化，居住型新村民对农村

生态环境的保护作用逐渐削弱，甚至最终出现生态环境恶化的意外后果。老一批新村民代表讲了令人

惋惜的环境变化：

“两三年前刚来的时候，湖已经不是清澈见底的了，但是那时候夏天大家还能下去游个泳，然后

到第二年，湖水就开始发臭，有当地人提醒我们没事不要下水了，说这个水已经会引发皮肤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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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不同类型新村民的城市身份、主要诉求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不同，具体梳理见表 3。

表 3 岑卜村不同类型新村民的主要诉求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新村民的主要类型 城市身份 主要诉求 对生态环境的主要影响

居住型

休闲居住型
环保人士、艺术家、上班族、

建筑师等

优良的生活环境、完善的基础

设施
生活消耗、有机耕作

养老居住型
网络博主、国企退休员工、

私企退休员工

优良的生活环境、和谐的人际

关系
生活消耗、有机耕作

经营型

生态农业

经营类
自然教育者、农耕实践者 较好的生态环境和土壤条件

净化水质、保护农田生态，农

耕体验等经营活动带来生活

垃圾等问题

商业经营型

以皮划艇运动、自然教育、

乡村旅游等为主题招揽顾

客的经商者

稳定的经营环境、持续的游客

往来

高强度外来人流物流对生态

环境造成压力，带来大量经营

性排污，干扰治理秩序

2.不同类型新村民的治理行为及其影响。居住型新村民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影响以生活消耗为主，

部分积极参与村落环境治理。例如，一些居住型新村民积极组织微信群讨论村落环境治理问题，并分

享一些专业性建议，促进形成松散的环境友好型的利益共同体。皮划艇俱乐部（居住经营混合型）经

常组织会员和游客一起清除河岸两旁的福寿螺卵，对福寿螺这一入侵物种的繁殖扩张起到抑制作用。

一些新村民还在微信群中组织志愿者定期捡拾道路两旁、小树林和河道中的垃圾。部分具有生态学和

环境规划专业背景的新村民，还积极主动参与村“两委”和乡镇政府组织的治理座谈会，提出河道自

然坡岸建设等建议。调查中有新村民表示：

“2016年，镇政府针对岑卜村河道整治项目，邀请了部分新村民进行座谈会。我们在会上反对原

定的驳岸硬化方案，并凭借自身环境规划与生态学的专业能力给出生态驳岸设计方案。”

而经营型新村民的经营行为常对农村生态环境造成威胁。例如，经营民宿餐饮、自然教育、休闲

体验的新村民，以及打着新村民旗号的外来经商者，在周末、节假日期间带来大量游客进村露营、参

观，在破坏绿地等生态景观的同时造成了交通堵塞、垃圾乱丢、噪声扰民等一系列问题，直接破坏了

案例村的生态环境。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部分经营型新村民的经营行为也发生变化。例如，原本从

事生态农业的新村民，会逐渐转向利润更高的农业体验、经营民宿等经营活动。后来的一些新村民强

烈感受到了生态环境的现实与预期之间的巨大落差。对此，新村民代表指出：

“听来了七八年的新村民说村里的土路、猫头鹰、刺猬什么的，没来之前我们也期望看到这些，

但在我来的时候已经非常少见了。”

居住型新村民的亲环境行为也并非稳定不变。针对经营型新村民过度利用村庄生态价值攫取经济

利益的行为，居住型新村民虽然有异议，但无法联合老村民做出回应与制衡。部分居住型新村民认为

自己保护的生态环境总是被经营型新村民破坏，不再愿意参与有组织的环境治理，甚至放弃与其他新

老村民的互动。结果导致新村民与农村环境之间处于一种“常态消耗、零星治理”的状态。更为直观

的是，村庄许多原始生态景观正在消失，包括岑卜村原本随处可见的标志性物种——萤火虫也随着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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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地的破坏而难觅踪影。

不同类型新村民的具体行为不同，产生的结果不同，并由此引发的环境效应导向也不同，具体

见表 4。

表 4 不同类型新村民的实践行为及其环境效应

新村民行为 具体行为 结果 环境效应导向

居住型行为

租房租地 租金上涨；老村民囤房选客

从起初具有环境保护意愿

变为后续“沉默的大多

数”，部分私人活动也影

响农村环境自净能力

生活环境改造 闲置农房变废为宝

利用网络分享生活 村庄知名度提高；媒体报道

组织亲友游玩 带动亲友入住；带来更多环境负担

参与治理座谈会 参与河道整治项目方案的制定；环境保护动力

逐渐被其他群体的行为干扰消耗

经营型行为

开办农场与社区农业 土壤修复、农田环境改善，赋闲老村民再就业
交通拥挤，垃圾增多，各

种破坏环境的行为增加
开办经营性场所 老村民效仿创业；吸引游客

开办兴趣俱乐部 知名度提高；吸引趣缘群体

（二）新村民与其他行动者的网络关系对农村生态环境的间接影响

由上述分析可知，案例中不同类型新村民的环境行为存在较大差异，比如在资源利用、村庄发展、

环境保护和设施共享等方面。结合前文的分析框架，本部分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新村民的进入何

以影响农村生态环境。

1.新村民与政府的关系：吸纳与回应性不足。在当前的制度体系和政府规制下，新村民的角色

定位不明确，使得他们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资源优势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同时，实践中基层政

府难以及时回应居住型新村民的生态诉求，导致该类群体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降低，进而影响生

态环境治理绩效。一方面，地方政府未及时吸纳新村民的建议。虽然地方政府采取项目制改善了案

例村庄的生态环境，打造了绿地、河岸等公共空间，但此方式难以满足新村民对村庄人居环境改造

的建设需求。部分新村民反对美丽乡村规划中硬化河道的改造方案，地方政府虽然采纳了其中部分

意见，但后续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并未持续动员、吸纳相关新村民参与决策。另一方面，基层政

府对新村民群体的回应性不足。基层政府对新村民进入农村的重视程度是影响新村民参与治理的重

要因素。新村民由于无法获得村集体成员资格，难以通过正式制度或以合理方式参与村庄治理，只

能保持外来者身份。而乡镇政府很难将新村民的利益诉求放在与农村原始村民利益诉求同等重要的

位置，甚至部分乡镇干部将新村民群体视为外来风险给予排斥，不愿意回应新村民诉求。地方政府、

基层政府对新村民的吸纳与回应性不足，导致了新村民对村庄规划与环境治理事项产生“难参与、

耗精力”的行为反应。

2.新村民与村集体的关系：村集体成员资格与新村民利益差异。一是现有制度没有赋予新村民村

集体成员决策权。新村民并非村集体成员，虽然依法租赁宅基地且进行生活与经营活动，也为农村集

体发展贡献资金、技术等，但现有法律并未依据新村民的居住与经营事实明确界定其为村集体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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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其生态权益与治理责任不清。比如，受高租金、短租期等因素的影响，新村民对宅基地与耕地的

经营权缺乏长期稳定的预期，难以推动环境友好型的生产实践，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新村民在农村

的长期投入和环境保护行为。二是村干部未重视居住型新村民的利益诉求。不同类型新村民利益诉求

的差异性导致农村社区治理呈现复杂性特征。村干部是运用国家行政权力回应民众利益诉求的末梢执

行者，其对农村居民诉求的回应度会影响到居民的环境参与行为。例如，不同类型新村民针对农场生

态耕作的利益诉求差异较大，居住型新村民更多关注“有机食品”，而经营型新村民则关注“售卖流

量”；而村干部的决策行为更多从整村经济维度出发，包括本村的就业机会和农产品销售情况等，常

常忽略居住型新村民的利益诉求，最终导致居住型新村民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下降。

3.不同类型新村民之间的关系：环境治理行为的异质化。不同类型新村民进入农村的动机不同，

必然导致其参与环境治理的意愿和行动存在差异，这加剧了新村民进入影响农村生态环境的不确定性。

一方面，新村民群体参与环境治理的行为选择存在较大差异。大部分居住型新村民会因偏好优质的生

态环境而选择主动参与环境治理，而经营型新村民则需要根据外部环境变化和内在认知进行利弊权衡

（唐林等，2019），并不一定会参与环境治理。例如，针对公共空间旅游化过程中游客捕捉萤火虫、

乱扔垃圾等行为，经营型新村民很少采取措施进行管理或规制。在农村环境治理过程中，部分居住型

新村民主要因为岑卜村相对城镇地区的房租低廉而选择定居，他们对环境的变化不敏感，也没有主动

参与环境治理的意愿。另一方面，新村民的异质性为农村社区公共性的重建带来挑战。在农村居民的

流动性和异质性增强的背景下，新老村民的共享利益逐渐变少，社会交往关系越发疏离。特别是初具

规模的新村民群体会带来村庄社会结构的变化，但新村民之间、新老村民之间缺乏集体决策机制，难

以形成环境治理的责任共同体。良好的生态环境具有公共性和本土特征，而新村民具有异质性与流动

性，进而使得新村民群体虽然拥有发展农村生态环境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禀赋，但他们可以选

择不承担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的职责。

4.新村民与老村民的关系：环境行为、观念等方面的冲突。新村民和老村民对农村生态环境存在

不同的价值偏好，导致两者的利益矛盾比较突出。一方面，新老村民在生态环境的利用与保护等方面

存在矛盾冲突。例如，居住型新村民不愿意通过生态旅游等方式开发村庄，而老村民认为旅游是增加

村民收入的重要手段；新村民希望保留村落环境本底与自然村貌，而老村民更期望硬化道路、建设小

洋房等。另一方面，新村民没有村集体成员资格而被排斥在村级事务的决策之外，不能享有与老村民

平等的主体地位。例如，面对美丽乡村建设的禁养令，居住型新村民通过自发组织形成农村生态环境

保护小组并提出异议（种养结合对环境有好处），而大多数老村民倾向于接受补贴、支持禁养（更加

关注河道清洁程度和补贴等现实问题），甚至集体抵制少数新村民的饲养畜禽“违规”行为（后来被

村干部强制禁养）。新老村民的冲突削弱了新村民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意愿，不利于形成社区多元主

体的治理合力。这也说明，良好的生态环境、社区文化和社群关系是紧密相连的。正如姜利娜和赵霞

（2020）指出的，若要实现生态环境有效供给，必须通过沟通协调机制确保行动者达成共识并实现权、

责、利合理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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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例小结

面对城乡要素流动中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日益复杂的现实情景，新村民的进入必然使得多元主体互

动的交易成本发生变化。由上述分析可知，新村民的进入使得以邻里关系为基础的行动者网络关系被

打破，推动了不同行动者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动态变化，但新的稳定有序的关系网络尚未形成。新村

民的进入使得农村原有行动者网络关系由均衡转向非均衡，这对农村生态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新村

民进入农村的动机和身份不同，加剧了行动主体之间在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冲突，不利于形成

新的稳定有序的关系网络。不同行动主体之间的冲突，会加剧稀缺性资源的竞争性利用，不利于生态

环境的合力治理。例如，村集体成员的法律界定不明晰导致不同类型集体成员间生态权益纠纷与治理

权责不清，基层政府对新村民群体的利益诉求回应不足，村集体难以利用新村民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

本优势助推村级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等。

案例中，随着新村民进入农村规模的扩大，新村民对原有稳定的行动者关系网络的冲击也进一步

加剧。不同类型新村民之间、新村民与其他群体之间的问题识别、利益调解等面临更高的沟通成本，

使得生态环境治理更为困难，具体见图 4。在问题界定阶段，由于新村民进入农村的动机多样，生态

环境成为不同行动者参与岑卜村治理的“强制通行点”
①
。新老村民的租赁矛盾、发展观念冲突等难

以得到有效解决。新村民作为核心行动者，并没有获得村集体成员资格。这些导致农村生态环境陷入

“保护与利用难平衡”的治理困境。在利益赋予阶段，不同行动者存在不同的行动动机与行动目标。

基层政府没有搭建良好的沟通平台，不能有效回应新村民的环境诉求。村集体未能通过利益赋予的方

式，增强新村民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的动力。在征召阶段，由于新村民作为农村社区特殊成员的权利和

责任不清，地方政府对新村民的政策征召态度从起初的吸纳转变为后续的不闻不问，这种态度转变不

利于各行动者合作解决问题。在动员阶段，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的行政动员存在不同程度的缺位，针

对新村民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激励约束机制较为缺乏。村集体虽然在初始阶段通过情感动员等方式凝

聚新村民的参与共识，但后续发展过程中，村集体未能通过利益动员方式让新村民“融村”，造成行

政动员的缺位。总之，新村民村集体成员资格缺失导致其权、责、利缺乏保障，新村民缺乏与老村民

平等对话的主体地位，使得关键行动者难以形成“外源动力+内生动力”的社区发展合力。

新村民的“转译”行为和行动者关系网络的重塑体现了行动者利益诉求的动态变化及其相互制衡，

这一过程未能通过相应的征召与动员、排除异议来实现环境公共品的有效供给。针对案例村的生态环

境在不断恶化的事实，地方政府作为制度设计的重要参与者，应在现有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农村

宅基地制度等制度安排下，通过创新农村治理方式来保障新老村民的利益诉求；基层政府应及时回应

多主体的行动诉求以吸纳新村民持续参与村庄建设，使其发挥技术和资本优势；村集体可搭建沟通平

台，助力新老村民之间建立紧密且互利互惠的网络关系，以降低新村民进入给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

①
问题呈现阶段，不同行动者常对关注对象加以问题化，而“强制通行点”是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一个专业术语，是指

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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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新村民进入对农村生态环境的间接影响

五、进一步讨论

（一）新村民影响农村生态环境的机制

新村民进入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影响取决于相关行动主体“转译”过程是否形成稳定的网络关系。

依据前文的分析，新村民的进入使得其他行动者在“转译”过程中的角色呈现动态变化，但尚未形成

良性有序的网络关系，这进一步加剧了稀缺资源的竞争性利用（具体见图 5）。一方面，新村民的进

入直接作用于农村生态环境。新村民群体通过自我实施亲环境行为并参与政府的农村环境治理决策，

缓解其生产生活方式带来的环境负效应。早期新村民对农村生态环境带来一定的正向影响，各行动者

因利益联结共同编织了一个有序的关系网络。例如，新村民通过租赁关系与老村民建立经济联系，并

形成共同的利益关系体；地方政府和村集体通过征召与动员等方式吸纳新村民，促使新村民与其他群

体形成环境保护责任共同体。另一方面，新村民与其他行动者之间的网络关系间接作用于农村生态环

境。例如，新村民通过房屋租赁、文化渗入等方式影响老村民的生态环境治理行为，老村民则是通过

邻里关系与经济联系等影响新村民的融入。随着新村民群体规模的扩大，该群体与其他行动者的关系

不断转变，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导致稳固有序的关系网络难以形成，引发新村民对农村

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针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与利用等核心问题，地方政府和村集体未对新村民的

行为加以监管与引导，特别是村集体未能通过创新治理方式为新老村民创建利益表达渠道和提供决策

参与平台，地方政府也未以村集体为纽带对新村民这类新兴主体及时回应，进而使得新村民群体在征

召阶段未转化为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的重要支撑力量，甚至在利益驱动和监管缺失等因素的诱发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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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居住型新村民转变为经营型群体。基层政府和村集体在其他行动者的“转译”过程中未持续吸纳新

村民意见，更未捕捉识别不同类型新村民进入农村的驱动因子。

图5 新村民的进入影响农村生态环境的机制

新村民作为具备人力资本优势的新群体，其行为变化并非同质的或静态的，而是多元主体进行互

动的动态结果。由于基层政府对新村民的利益诉求存在回应不足，导致居住型新村民的环保偏好与环

保行为未充分发挥作用，甚至部分居住型新村民转变为经营型新村民，开始破坏生态环境，其他大部

分居住型新村民则变为“沉默的大多数”。与此同时，新村民对村落的住宅空间条件、流转产权保护

与生态环境治理等诉求呈现动态变化，这些变化会加剧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复杂性与多样化。总之，

随着新村民的进入，原有的以邻里关系为基础的社区行动者关系网络被打破，而新的稳定有序的关系

网络尚未形成，这种冲突变化不利于生态环境的治理和保护。因此，新村民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的关键

在于各行动者共同重构新的稳定的关系网络，促进新村民与其他群体形成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共同体，

最终通过内外部力量的持续互动来实现环境治理效能的提升。该结论与其他学者的研究发现基本一致

（王亚华等，2022；苏毅清等，2023）：农村自然风光是乡村天然的“公共池塘资源”，政府、村集

体和村民等行动者如何搭建良好的沟通平台并形成责任共同体，是影响公共物品供给的关键。

（二）进一步思考

新村民进入农村必然会带来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重构，也会成为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的重要路径。

随着城乡要素自由流动进程的纵向推进，城乡人口的双向流动现象将更加普遍，甚至可能成为中国未

来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表征。如何更好发挥新村民进入农村的作用，促进农村生态环境等公共物品有

效供给，已成为当前城乡融合发展趋势下亟待回答的实践议题。无论是劳动力外流严重的“空心村”，

还是城市居民流入的“美丽乡村”，如何在尊重乡村差异性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激发乡村内生发展动力，

仍是乡村振兴的共识性问题。为此，学术界需要深刻认识城乡要素流动所带来的经济效应、社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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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态效应，以下问题仍值得进一步讨论。

一是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背景下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集体行动命题。已有的农村集体行动研究更多

聚焦于中国语境下劳动力外流问题，而对新村民流入农村后所引发的集体行动研究较少。乡村的多元

价值不仅依附于农村的土地与住宅，更依附于生态环境以及乡土文化能够为村庄带来的发展潜力（曾

维和咸鸣霞，2021）。实践中，新村民更多流向大都市或东部都市的城郊，大部分农村仍面临青壮年

劳动力外流问题，农村人力资本存量日益减少，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也日趋瓦解，这导致老村民对农

村生态环境问题的治理动力不足。新村民进入农村属于基层治理中的新问题与新现象，该类群体具有

教育背景、经济实力等优势，但是，由于新村民的职业身份复杂化，不同新村民进入农村的动机和利

益诉求差异较大。如何让他们发挥乡村生态环境治理优势？如何减少经营型新村民对农村生态环境的

破坏？如何让新老村民形成合力进而发掘村庄发展内生动力？地方政府与村集体如何赋予新村民更多

的权能并促使其发挥积极作用？这些理论问题有待探索。

二是基于开放权利的新老村民乡村治理合作的实践问题。权利开放秩序是一套开放包容的社会秩

序（钱文荣和郑淋议，2021），新村民的进入如何持续提升乡村生态环境价值，政府亟待通过正式制

度解决多方深层次的利益冲突以实现生态环境价值重塑。实践中，新村民群体的异质性较强，目前政

府、村集体和老村民等乡村治理主体对新村民群体的整体认识不足，特别是制度性赋权与保障的缺位，

导致新村民的角色定位存在偏差。为避免新村民群体规模变化所引发的负面效应，政府如何重塑新村

民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并且破除相关制度障碍？如何以村集体为纽带的政民互动关系来促进新村民环

境治理行为？如何通过明确“权、责、利”等方式激励或约束新村民？这些属于实践难点，也是城乡

融合发展中的重要议题。

六、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在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时期，如何促进城乡人口的单向流动转为合理有序的双向流动，进而

为乡村发展提供更多的人力资本、激发乡村发展活力，是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难题。新村

民进入对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社区治理、环境保护的影响复杂且深远。研究发现，新村民进入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为乡村发展带来新机遇，但随着新村民群体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经营型新村民的增多，农

村稀缺资源的竞争性利用加剧，这极易给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第一，新村民进入农村的动机及其

对环境的治理行为直接影响农村生态环境，居住型新村民通过环境友好行为对农村生态环境产生积极

影响，而经营型新村民对农村生态环境多为负面影响。第二，新村民的进入使得各行动者之间的网络

关系由均衡转向不均衡。经营型新村民对环境的破坏行为未能得到有效规制和引导，还会削弱居住型

新村民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加剧新村民进入对农村生态环境的负面效应。第三，新村民作为农村

社区特殊成员的权利和责任不清，是他们与政府、村集体和老村民等主体难以形成稳固关系的重要原

因，这导致政府和村集体等关键主体未能发挥动员与征召、排除异议等正向功能。

本文对大都市或东部都市的城中村或城郊，以及中西部具备丰富旅游资源的偏远乡村，具有一定

的政策启示。第一，针对东部沿海等具备区位优势和生态特色的农村区域，地方政府应依法制定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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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融村的行动方案，基层政府和村集体应建立有效的沟通、协商平台，及时调解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

特别是当前新村民在农村社区的决策权和对发展成果的占有权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缺失，可通过制度性

准入、制度性监管和制度性保障等措施，来激励或约束外部群体的直接行为。例如，在农村宅基地产

权结构、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等方面设计差异性准入门槛或约束规则，使之通过明确的制

度性赋权提升居住型新村民融村的归属感，以及通过不同层面的政策设计来约束不同类型群体下乡的

生态争利行为。第二，针对中西部具备旅游资源、文化景观等优势的农村区域，需通过制度设计来调

整人口外流和少部分人口流入所引发的关系网络变化，使得各行动者之间形成稳定有序的网络关系，

最终服务于生态环境治理，降低村庄衰落风险。具体而言，地方政府需要聚焦配套设施、服务保障等

问题，村集体需要完善社区机制，建立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机制，约束新老村民的生态利益争夺行为，

进而通过问题识别、利益调解和多方动员等方式形成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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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Does the Entry of NewVillagersAffect the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UYanqiang LIUYueyang LIU Pingyang

Abstract: Promoting the rational and orderly two-way flow of population factors is a theoretical key point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also a practical challenge in adv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The

“new villagers” phenomenon has emerged in some rural areas of China, but the academia lacks long-term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analyses on it. Based on 12 years of tracking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applies longitudinal case study methods to detail the entire

process of new villagers entering CenbuVillage in Shanghai, and analyzes the environmental effects triggered by thi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new villagers bring new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to the village to a certain extent, but as the scale of the new villagers’

group continues to expand and the number of business-oriented new villagers increases, the competitive use of scarce rural resources

intensifies, and the entry of new villagers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or

network theory, the impact of new villagers on the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epends on whether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of the

acting subjects can form a stable relationship network. The entry of new villagers has disrupted the original network of actors, but a

new stable and orderly relationship network has not yet been formed. The prominent manifestations include: the sense of belonging of

new villagers is not high, and the behavior of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is alienated; the village collective has not been able to

transform the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advantages of new villagers into development advantages;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s

acceptance and response to new villagers are limited, which suppresses the enthusiasm of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new villagers. The

production and living behaviors of new villagers after entering the countryside lack effective regulation and guidance, and

environmentally unfriendly behaviors increase and spread faster, which ultimately leads to a more promine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new villagers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providing new insights for the

governanceof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proces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development inChina.

Keyword:NewVillagers;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LongitudinalCase Studies; ActorNetwork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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